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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行政与自治关系辨析
 
陈晓枫 陈子远 高骁宇

摘 要:行政与自治的关系问题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

界分问题。中国传统行政“设官牧民”的统治职能较为凸显,其公共服务职能则被淡化;传
统语境中的“自治”,多有自行处理或自然安治的统治意义,没有民主选举和自主管理的立

宪意义。古代国家行政对地方自治的有限容忍,取决于国家行使对内职能的实际需要。
在秦汉以降官僚化统治的“编户齐民”系统内,间或出现的基层自治因素受到严密的行政

控制,自治权实际上被行政权侵夺。文化构型中的官本位思想制约了民间自治力量的生

长,限定了社会治理以稳定秩序为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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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同”世界到“和谐”社会,国人对社会“善治”(俞可平,2000:5-9)的追求坚毅、笃定。
社会善治是社会治理期望达到的良好状态,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质上

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最佳状态。可见,社会治

理有别于统治,强调造就赋权(empowerment)环境的“参与式发展”(何 增 科,2007:162-

163)”。因此,促进国家行政与民众自治的良性互动,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最终成效。

一、行政与自治关系的语境

(一)传统意义的行政与自治

“行政”一语早见于商周时期。伴随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利益分化,政治问题转而

主要围绕阶级统治的模式展开。传统行政表面上作用于公共利益,实际上服务于阶级统

治。无论行政治理还是宣传教化,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具有浓厚的统治意义。据《史记

·殷本纪》,太甲继位后,暴虐乱德、不遵汤法,“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

当国,以朝诸侯”。易按《史记·周本纪》,周成王年幼,“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

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

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大戴礼记·小辨》
亦云:“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典籍记载的行政,共性在于凸显其“设官牧民”的统治

职能,其公共服务职能则被淡化。
甲午战争以前的文献中,并无立宪意义的自治用法。汉语辞典中自治的传统义项主

要有四:一曰自行管理或处理;二曰修养自身的德性;三曰自然安治;四曰自营。《史记》对
“自治”的多处记载可用这些义项解释。《史记·魏冉列传》载,秦昭王年少时,“宣太后自

治,任魏冉为政。”据《史记·汉文帝本纪》,汉文帝时君臣议论废除收孥连坐之法,有司皆

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史记·公孙弘列传》,公孙弘上书云:“智、仁、勇,此三

者天下之通德……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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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中,曹操称赞毛玠的治绩曰:“用人

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其中“自治”多含“自己管理自己”(夏征农,1999:5363)之意。
(二)立宪意义的行政与自治

立宪意义上的行政,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指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管理活动。近代以来的行政因

其权力集中、层级分明、程序固定等特征而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官僚制”。这种行政渐渐趋向于采用民

主协商和平等参与的方式,正逐渐淡化其统治色彩,并越来越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立宪意义的自治相对国家行政而言,指社会自治或地方自治,其主要精神是人民有权自主决定、自

行处理地方社会的相关事务。首先,从自治所需权威的来源看,地域社会的民众依据既定的选举规则公

选本地自治组织,该组织行使职能的范围限于本地的公共事务,与国家考绩指标无涉。其次,从自治组

织的运行看,其运行规则和程序由自治主体依据对相关事务的自主认识自行决定,不受国家行政机关和

其他单位的干涉。再次,自治组织为自治群体的每一成员提供了平等参与组织的可能。此外,对危害地

方自治的行为所施加的强制措施还需经过自治群体的认可。可见,这种自治具有明显的民主性。
但是,自治的民主性并不意味着自治可以为所欲为,自治的完整意义还应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

权。真正符合自治体利益的立法是不应与一国上位立法相抵触的。自治体本身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

(黑格尔,2009:308-309)。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就认为,自治“是分权和民主这两种观念的直接和周密的结

合”,“当国家已经具有一个主要是民主的组织时,对一定领土集团授予地方自治只意味着分权而已(凯

尔森,1996:346-348)”。在以民主程序组织起来的国家中,国家行政与社会自治本无所谓对立。

二、行政与自治关系的论说

借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分法,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战国时期官僚

统治的确立,使中国进入“以权属官”、“设官牧民”的“官本”社会。上古三代“天下共主”政体中,统治者

各有其民的局面,被“编户齐民”的行政系统取代,村社的“自治”能力逐渐消亡。对于此后行政主导的中

国社会中,国家行政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认识,也是言人人异。在讲求农战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这一问

题的集中展现场域即是乡村社会。围绕政权是否下乡、乡村有无自治这一中心议题,学者们各圆其说,
大略可分两端。

(一)国家行政与社会自治并存

有论者主张,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没有下渗到乡村一级,乡村社会靠乡绅组织、宗族组织实行自治。
持此论者或是受了马克斯·韦伯“有限官制论”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皇权局限于“都市地区和次都

市地区(马克斯·韦伯,1993:110)”。美国学者古德更直白地指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

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W·古德,1986:166)”。
有论者指称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秩序是聚族而居的“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VivienneShue,

1998:178)。费孝通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地方自治,政权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并不紧密(费孝通,2006:

149)。传统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矛盾要通过宗族和宗法手段解决,每逢战乱乡村更是自发地联保自治。
这从古代行政编制的状况也能得到印证。据称,清末经国家任命有行政编制的“朝廷命官”不足两万,大
量庶务由六十倍于此数的士绅等勤杂人员充任(费正清,2002:37-38)。

(二)政权下乡使自治有名无实

另有论者基于对中国古代县制规模的考察,结合古代社会的治理理念,提出中国古代的国家建构方

式决定了政权已然下乡,国家行政对基层自治的控制异常严密,乡村真正自治几无可能。中国古代很早

就注意土地及其所能供养人口的关系,在行政区划中并不整齐划一,而是考虑到资源的承载力,动态调

整县制规模,这在《商君书·算地第六》所载“制土分民之律”中有明确反映。论者还从秦统一后筑城修

墓、开道建宫等一系列浩大工程的实施,推断秦政府短期的强大动员能力,只有对社会基层的严密控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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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实现①。秦汉时期的乡亭组织和什伍组织,即是政权对社会控制无孔不入的写照。由秦到清,人
民被控制在一个“赋役一教化一治安”的系统内,是纯粹的“治于人”者,而非“自治”者②。只要有利于攫

取乡村社会的资源和稳固基层统治秩序,封建政府是不会放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的。

三、传统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中国官僚统治的制度化虽始于战国时期,但在此前的上古传说时代已形成基因。《商君书·画策》
所谓的“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在夏启“家天下”后得到根本转变。此后,无论是社会治理的理

念,还是承载这些理念的社会治理组织,都向后世传习着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文化。其中,主要解决的

是行政与自治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

奴隶制时代社会治理的主要理念是维护礼仪秩序,实现宗法统治。夏商周到春秋,强调维护“亲
亲”、“尊尊”的礼仪秩序,实现“小宗服从大宗”的宗法统治。宗法血缘组织最显著的特点是利用宗法关

系,在下至最小的家族上到最大的部族之间,维护礼仪秩序、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活,实现宗法统治。相传

夏、商、周各有其礼,周礼更是万世不变之经。三代的礼强调孝亲和忠君,既有抽象的精神和原则,也有

具体的礼仪程序,是当时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具有规范性、统一性和强制性;决定了奴隶主贵族之间的上

下等级和尊卑贵贱,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有些海外学者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表现出了

儒学所推崇的特点:上下有序,以家庭为重,恪守礼仪。绝大多数人靠土地为生,村落的规模和组织在全

国不同地区亦有所不同。大多情况下,宗族组织在村落经济及仪式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李侃如,2010:

14)。宗法制普遍实施的结果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与宗法血缘组织合一,形成家国同构的局面,确立了

“小宗服从大宗,兄长统率群弟”的社会治理结构。这种结构依靠嫡长子继承制来实现,在制度设计上

“立嗣以嫡不以庶,立嫡以长不以贤”。这一时期的宗法血缘组织,首要职能是维系宗族组织的生存,其
次也在一定意义上执行公共事务,维护国家职能,主要是赋税和征伐。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基层社会治

理的主体从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合一到两相分离,并向地缘组织进化。
秦汉至隋唐时期社会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巩固乡村秩序,实现国家政务。这首先表现为家族对国家

所负的宗法规定义务。这一时期,乡以下的社会组织仍保持着大宗族的外貌。据《史记·商君列传》,此
前虽有商鞅变法颁行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但强制析户造就的父子“别籍异

财”局面并不彻底③,对宗族的拆分仍未实现。大宗族连带承担国家赋税、兵役和贼盗防治等责任。作

为官方体系外的社会力量,因其在地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任何时代的政府都必须正视并依托之。据

《后汉书·酷吏列传》记载,汉代地方长吏上任伊始,往往要“先问大姓主名”。其次,这一时期的乡里社

会实行有限自治。乡里社会主要依靠宗族组织实施有限度的“自治”。宗族组织负责管理和协调社会生

产,调解邻里、家庭纠纷,对外实行尊长负责制,如唐律有“家人共犯,止坐尊长”条。唐以前家族对国家

负宗法义务。宗族规模较大,几乎所有的民间纠纷、生产组织和赈灾救助都由宗族完成。个体家庭的独

立尚不充分,在养老、养学和灾难救助等方面,主要依靠家族救济。乡里“非吏而得与吏比”的乡三老、里
父老等兼有地缘特征的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和血缘特征的宗族身份,这种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宋元明清时期社会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张扬宋明理学,彰显伦理教化。两宋以儒家道德理想指导并

实现有限自治。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法,保和甲成为基层组织中另一来自家庭间的非血缘组织。一定

意义上,宗族领袖、国家基层政权和连保自治组织,就其对国家所负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宋代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开始尝试制定村规民约,通过大量的道德说教对广大乡民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教谕式管

理渗透到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传统上过于依赖行政控制的治理模式,在
社会管理方式上开始转向国家行政与社会自治并重。明代乡约以德性训导促建公序良俗,社会治理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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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新光:《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
参见程念祺:《中国古代缺乏以社会自治为前提的县域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
参见尹成波:《分户令辨疑》,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2期,第152~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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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的演变基本完成。明代中后期,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把乡约融入到乡村基层

组织,从里甲组织逐渐整合了基层行政、教育、兵事等职能,形成严密的乡村社会管理系统。王阳明在赣

南主政期间,颁布了《南赣乡约》,进一步完善了明代保甲制度的组织体系。有学者评价其立乡约以规范

乡民行为,建乡政以维系乡村秩序,办乡学以教化乡民德性,恤乡民以安抚乡村人心①。王阳明以其知

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指导乡村治理,熔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民本思想和王权专制主义于一炉,强调用良好

的德性来熏陶乡民以养成良好社会风气,并从婚嫁、丧葬、生计诸方面制定乡村道德规范,以安定农村社

会秩序。清末涌现地方自治思潮。晚清时期,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这种思想主要源

自欧洲。陈炽在其所著《庸书》的《乡官》篇指出,地方乡官应仿西方议院之制由百姓选举产生,不由上级

委派。陈氏还就乡官当选的年龄、财产等条件,以及任期和职责给出具体设计方案。章太炎、梁启超、黄
遵宪等也曾设想或实践地方自治。黄遵宪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设立湖南保卫局,其宗旨是

实现地方自治,是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地方自治机关。朱德权、胡适等还曾驳斥当时流行的、认为中国

没有实行地方自治的社会基础的说法。清末地方自治的理念,曾在一定范围内被清朝统治者实践(万昌

华,2010:337-351)。
(二)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组织

社会治理组织承载着不同时期社会治理的理念。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组织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

史变迁,乡里组织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顾炎武曾言:“天下之治,始于里胥,
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顾炎武,1985:621)。”足见基层治理组织对贯彻国家时事政策的重要意义。中国基

层政权组织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局面一直存在,治理中的官民关系也在这种格局中得到充分展现。
随着夏商奴隶制国家的建构,原始村落下的村社共同体开始演变为聚族而居的宗法血缘体,开始出

现邑、里等基层组织。里的管理者最初来自于国君任命的宗族领袖,掌管着里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已
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春秋时期,伴随里的建置的普遍化,里在国家行政层级中的位置下移,成为宗法

血缘组织和行政地缘组织的混合体。到了战国,最初作为军事征服结果的县开始向地方政权转化,乡里

组织的行政层级进一步下移。“编户齐民”下的乡里组织开始成为政府体系的末梢,在维护基层社会秩

序和完成国家内外职能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开启国家基层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新局面。
秦在战国区域性集权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在全国一体推行郡县制。里耶秦

简等出土资料表明,秦代郡以下为县辖乡、乡统里的“县—乡—里”行政结构②。汉承秦制而有所变更,
地方上郡国并行,基层则通行乡里制。秦汉乡里组织实际上是郡县职能的下延,活动乡里的小吏多为县

府属吏。虽然从全国范围看,县是基层行政单位,但真正直接管理百姓的是乡、亭、里之类的组织。国家

的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事务,都是由乡里官员直接承担办理的③。秦汉时期和

乡官是县级政府的属吏,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延伸。乡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游徼各司其职,分管乡

里的钱粮赋税、乡民争讼、社会治安等事务。乡以下的居民组织是里和什伍,所有百姓都被编制在什伍

组织中。两汉每年登造一次户,由乡官组织民户到县“案比”,居民实行什伍连坐,一人犯罪,同什伍之人

都要受惩罚。这种户籍类比和连坐制度把绝大部分居民束缚在土地上,“死徙勿出乡”(白钢,1996:374),
以便为封建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租税、兵役和徭役,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的基

本定型即在秦汉时期,这对维系乡村社会的安定秩序,对于封建国家巩固经济基础和攫取社会资源至关

重要。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治理,离不开在地方社会有强大影响力的组织和人员的参与。宗族组织、民间

结社和地方士绅三大势力,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外的主要社会力量,掌握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历代

政府都须正视并倚重他们以稳定基层社会秩序,贯彻国家政令。基层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矛盾,甚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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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金洪、郭正林:《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探析》,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据里耶秦简,当时的洞庭郡、迁陵县、启陵乡和成里依次是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
简牍选释》,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参见白钢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 总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72~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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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轻微违法犯罪,主要通过宗族和宗法手段解决。以清代为例,州县官须要士绅的合作与支持,否则其

行政不可能顺利进行,州县官的前途和名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绅;作为非正式权力的士绅,是与地方

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是唯一能合法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

集团,士绅通过在普通百姓的圈子里赢得尊敬和追从,对官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双方的利益冲突,
本质上是同一权力集团或社会集团的内部冲突,他们仍需相互依赖以维护共同利益(瞿同祖,2011:265-

310)。
在传统一元集权文化的作用下,古代地方政府的职能极度扩张,几乎无所不包。表面上看,官府似

乎只管兵马、钱粮、贼盗等大事,无瑕于民间“细故”。实际上,政府通过不断地向地方自治性力量授权或

放权,随后又会根据统治需要集权或收权。在这种统御方略下,地方社会的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实际上处

于行政权的掌控之下,依附于统治集团的治国方略和时事政策;地方论理力量有强烈的附庸性,缺乏明

显的独立性。这从中国古代的县村落间的乡里之制的变动可见端倪,大体上秦汉至隋唐是我国乡里之

制演化为乡村之制的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规整简明的乡村之制又演化为复杂多元的乡里管理体系。这

一变化过程中,人民普遍被编制在一个统一的“治安———赋役———教化”系统内,地方自治性力量的生长

受到国家行政的很大压制,治理中的官民合作与冲突并存,反映出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十分复杂。
(三)传统行政与自治关系概貌

中国古代曾经一度形成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治理权状态,产生过具有一定权威的地方自治组织,
这些都是自治所需的客观条件。西方学者称中国典型而早熟的官僚制度为“所有现代官僚制度的原型

(吉尔伯特·罗滋曼,1988:78)”,无论传统政制的结构还是传统行政的理论,都为自治预留了一定空间。就

基层自治的组织而言,不乏认为宗族或士绅在村社自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者(马克斯·韦伯,1993:145-

150)。论者指出,传统中国的集权专制主要是就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而言的,在此之外的社会权力

大量存在于乡野,士绅和宗族自治的因素比较显明,理论上有实现自治的可能①。传统中国的乡村秩序

主要靠自治保障,遵循“自治化———行政化———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②”的轨迹,体现了“皇权、族权和绅

权的结合③”,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乡绅阶层、宗族势力和保甲制度等自治要素。概言之,中国古代存在社

会自治的历史可能。
至于传统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实质,从设官牧民的初衷和以权属官的制度设计来看,国家表面上只管

兵马钱粮贼盗等大事而无暇于民间“细故”,实际上通过对族权的不断授权从未懈怠对基层社会的严密

控制。战国以降的官僚化统治下,地方社会治理组织不可能摆脱国家行政的支配而形成自律秩序,主要

是充当官民沟通的媒介,辅助国家政务在基层的实现。中国古代每逢政权轮替,国家基于整合乡村的需

要会将政权组织一直延伸到基层,一俟乡村自治性组织成长,又会转而主要依靠乡村民间组织如宗族、
社团、乡绅等进行治理。但是,这种自治的有无和强度取决于“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意愿和控制强

度④”,附从于国家攫取社会资源和稳固乡村秩序的实际需要。名义上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化统治和自下

而上的民间权威治理共同作用,实际上人民被普遍编制在“赋役一教化一治安”系统内,自治权被侵夺。
这从中国古代地方政府主导乡官里吏的选任也能得到证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行政主导型的,
官本文化浸透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行政与社会治理虽相互倚重,但绝非等量齐观,自治附庸于

行政的特征异常明显。国人多视自己为特定关系网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成员,这在很大程

度上制约着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发展,使得自治所需的民间社会发育很不充分,这至今仍是我国社会治理

的文化瓶颈。

·74·

①
②
③
④

参见郭宝平:《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考察》,载《唯实》2000年第1期,第19~20页。
高焰明:《乡村治理沿革》,载《农村工作通讯》2009年第21期。
阳信生:《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载《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第6期。
陈洪生:《传统乡村治理的历史视阈: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垒》,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
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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